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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评论》 第4卷 第4期（2007）： 

科技与社会 

 

太空中的宣传竞赛 

 

苏美早期航天活动与政治宣传的互动 

 

赵洋  

 

摘要  本文以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引发的太空宣传竞赛为例，分析了苏美早期航天活动与政治宣传的互动关系，以及附着在航

天活动上的宣传手段及动机。本文认为太空宣传竞赛的动机主要有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及配合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两个方面。而苏

美太空宣传竞赛中表现出的互动机制可以用“需求－满足”模式及“冲击－回馈”模式的交织来表达。在冷战的历史背景下，太空

宣传竞赛虽然给参赛方带来了一定的政治收益，但片面夸大或追求航天活动的附加政治价值也妨碍了航天技术的进步。 

关键词  太空竞赛 航天 宣传 

 

航天活动作为集多种科学技术于一身的高科技活动，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工业水平、军事潜力乃至国民动员能力。而在科

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取得的成就，总会在社会上激起普通人民和政治领导人的自豪感。航天方面的建树使国家有理由感

到，它能够承担十分复杂的科技课题，能够在经济、军事、外交、工业与科学、技术等方面追求世界领袖的角色，并树立自己国家

或民族的文化优越感，从而成为被其他国家效仿的未来社会的典范。在科学技术上有所突破的航天活动更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具

有很高的宣传价值。“我们能把人送上月球”，美国人直到今天还喜欢重复这句话，“也就能解决地球上的任何问题”。而赫鲁晓

夫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意识形态专家都不止一次地阐述过“社会主义和宇宙空间是统一的”这一思想 [霍津 2004，页260]。 

不仅是意识形态居于国家利益和社会生活首要位置的苏联，其他有能力进行航天活动的国家也都重视通过航天活动传达某些政治信

号，或达到某种宣传目的。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美两国把发射人造卫星、载人飞船和行星探测器作为显示自己政治、

军事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手段，在航天活动的各个领域展开角逐 [刘纪原 1996，页270]。这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航天活动进行政治宣

传的例子屡见不鲜。其始作俑者，自然是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蒂尼克”1号（Sputnik 1，也译做

“人造地球卫星”1号）。 

 

一 太空时代前夜美国对卫星宣传功能的认识 

 

人造地球卫星的设想出现得非常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和美国都获得了德国研制V-2火箭的人员和设备，开创了自己的

航天工业。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来，美国政府内部就有相当多的个人和机构预见到苏联可能会率先发射人造卫星，而这一

行为可能对美国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但这些声音都没有引起杜鲁门政府的重视。 

1946年，尚未从陆军独立出来的美国空军要求道格拉斯航空公司旗下的兰德（RAND）项目小组为空军进行卫星运载工具的可行

性研究。兰德小组于当年5月12日向五角大楼提交了名为《一个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的报告。报告不但指出“一个洲际

火箭导弹和一个卫星之间的设计和实施没有什么差别”，还预见到卫星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即“美国卫星飞船的成就将点燃人类

的想象力，并将引发可与原子弹相媲美的效应。”[①] 



1952年，美国海军为杜鲁门总统准备的《关于人造地球卫星问题》的报告中，提到了美国在人造地球卫星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必

要性：“应该预料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可能希望在研制卫星方面获得领先地位。他们可能决定不研制我们认为卫星起主要作用

的那些必须的复杂仪器，而首先让大家都能观察到卫星上天。如果苏联先于我们做到这些，这在全世界是对美国在技术和工程威望

方面的严厉打击。苏联宣传将会充分使用这一成就。”[霍津2004，页22]海军正是在此报告的基础上制定了“先锋”计划。 

1955年4月，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默菲(Murphy, R.)在与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主席阿兰·沃特曼(Dr. Alan T. Waterman)会晤后

的备忘录中指出，于国际地球物理年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提议“如果成真，毫无疑问将增进美国的科学声望，并为冷战带来相

当可观的宣传效果” [Murphy 2002, p.166]。 

可见，美国政府在太空时代到来前已充分认识到率先发射人造卫星可能引发的心理效应和宣传效果的。但是当时美国人的技术优越

感非常强，他们虽然设想了苏联有可能率先发射卫星，但在冷战早期美国占据核优势的时代，一方面出于军事优势心理，另一方面

为加速战后经济恢复，美国的国防预算一直在减少，各军种竞争十分激烈。多方面因素导致了美国在人造卫星和火箭运载工具发展

速度上的滞后，“斯普蒂尼克危机”在此时已经埋下伏笔。 

 

二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宣传活动与效果 

 

1．卫星研制阶段的宣传预想 

 

与美国相比，一开始苏联对于航天活动的政治宣传价值并没有明确的认识，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宣传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唤

醒”了苏联人，使其开始重视并且刻意追求航天活动的政治宣传效果。 

作为苏联航天计划总设计师的科罗廖夫（Sergei Korolve, 1907-1966）在1945年就设想了用液体燃料火箭探索宇宙的前景。但军

方对于弹道导弹的迫切需求和资源的短缺使其无暇他顾。1952年科罗廖夫在写给主管火箭工作的贝利亚的信中谈到有关P-2火箭设

计图特点时，详细汇报了苏联研究火箭的进展情况，但并没有提到有关准备向太空发射人造卫星的计划 [霍津2004，页23]。 

1955年7月29日，美国总统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代表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将为国际地球物理年发射

一枚科学卫星，并且美国将与所有国家的科学家共享卫星获得的科学信息。[②]四天后，苏联宣布将于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将一颗

卫星送入轨道 [Green & Lomask 1970]。 

在得知美国研制人造地球卫星和运载工具的计划后，苏联人造卫星的研制速度大大加快，并把在美国之前发射人造卫星定为工作目

标。 

1956年2月27日，科罗廖夫乘赫鲁晓夫视察弹道导弹研制机构的机会，向他提出了发射人造卫星的完善计划，并且指出美国也在

加紧发射卫星的准备工作。在得知苏联有机会抢在美国之前发射比美国卫星重得多的卫星后，赫鲁晓夫对于“把美国人比下去”这

一点感到高兴，他谨慎地同意在洲际导弹任务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发射卫星的准备。此时，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科罗廖夫

对苏联发射人造卫星能在世界上造成怎样的效果全无预见 [赫鲁晓夫2000，页100-111]。但是苏联政府做出决定计划在1957至
1958年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 

在1956年底，主持设计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本体和星上设备的吉洪拉沃夫（Mikhail Tikhonravov, 1901—1974）综合考量了当时

苏联拥有的“P-7”洲际导弹运载能力和研制卫星技术难度之后，为保证能够领先于美国进行卫星发射，建议把“卫星造得小点，

简单一点，最好为30千克重”。 

为了使更多的人可以感知卫星的存在，科罗廖夫针对吉洪拉沃夫的建议指出：“第一颗卫星的外形应当简单而富于表现力，要近似

于自然天体。在人们的意识中，它将是人类航天时代开始的永恒象征……我们不能忽视目前进行的实验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无线

电发射机应该有这样的波长，让世界各地的无线电爱好者能够接收到它的信号。重要的是，要计算好第一颗卫星的轨道及其光学性

质，使地球上所有人能亲眼看到它的飞行。”[李成智等2004，页236]从这里可以看出，“斯普蒂尼克”1号卫星在研制阶段就确

立了“看得见”和“收得到”的技术要求。而且这两个要求是为发射成功后的宣传效果服务的。 

 

2．卫星发射后的宣传与效果 

 

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卫星”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斯普蒂尼克”1号。当日午夜，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公布了苏联首颗人造

地球卫星已成功发射进入轨道的消息。塔斯社和《真理报》的报道宣称：人造地球卫星开辟了星际航行的道路。不久，卫星所过之

处都能通过无线电接收到这颗卫星从天空发射出来的“嘀……嘀”声响。 

“斯普蒂尼克”1号带给美国和西方社会巨大的心理冲击。《纽约时报》10月5日使用了极为罕见的0.5英寸大写字母印刷了横贯头

版的三行标题：“苏联第一颗地球卫星升空；以时速18000英里环绕地球；球面运行四次横越美国”。[③]路透社发自莫斯科的电

文称：“美国官员宣称，他们不仅因苏联首先成功发射卫星感到震惊，而且对这颗卫星体积之大感到惊讶。苏联科学家在宣布他们

卫星发射计划时调子很低，并坚持认为他们没有同美国进行太空竞争。”在当时的国际舆论和世人眼中，苏联在工业和科学技术领

域已居世界第一。 



虽然苏联方面在设计卫星时就考虑了它的宣传功能，美国也研究过发射卫星可能带来的心理冲击。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取得的宣

传效果还是大大出乎苏美领导人意料。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艾森豪威尔都没有预料到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会有任何重大的军事或政

治意义。[④]在卫星发射第二天，苏联官方报纸《真理报》上仅刊登了一条简讯，遵循了苏联领导人要求的低姿态。然而，当苏联

方面意识到这次发射已经在西方取得了巨大的宣传上的成功后，《真理报》又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这次发射 [Leverington 2001, 

p.43]。 

苏联的首颗卫星除了暗示潜在的军事威胁外，还有更好的理由值得“自由世界”的人们认真对待，那就是——按照苏联官方宣传机

构的说法，这一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理报》就是从这个角度发布关于人造地球卫星的公告的：“人造地球卫星

将为太空旅行开辟道路，现在这一代人将目睹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自由而有主见的劳动人民怎样将人类最大胆的梦想变为现

实”。[⑤]当时流行于美国儿童中的一首打油诗能反映出西方社会如何看待因卫星危机引发的意识形态危机：星星这么大/地球这么

小/呆在地球上/别跟它飞走。[麦克卢汉 2000，页66]在美国，公众是以混杂着惊讶与恐慌的心态获知关于这次卫星发射的新闻的。

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城市现在再也不是对苏联的核打击“免疫”了。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一片欢呼。1957年11月2日率团访苏的毛泽东在莫斯科机场发表讲话称：

“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2，页613]同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中称苏联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不

但是苏联人民的骄傲，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骄傲，而且是全人类的骄傲。对此感到不高兴的，只是一些反动派”[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1992，页616]。苏联航天技术的成就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促使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外交上采取强硬路

线。1958年8月末，中国发动一场夺取金门和马祖的战役，发起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便是“斯普蒂尼克”1号带来的后续效应 

[孔华润, 页319-320]。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则垂头丧气。后来成为美国第36任总统的国会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声称：

“共产主义在外太空留下了脚步”；他在民主党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卷入或必须参与的紧急竞赛，不仅仅是拥有远程弹道导弹的

竞赛……这是比任何超级武器都重要的竞赛。它决定了一种统治整个地球乃至太空的无上地位。”新闻机构毫不留情地批评和挖苦

政府在这场竞争中的失败。《纽约时报》在11月10日的编者按中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但应当重新接受新的思想，而且应

当迅速寻求有效的补救办法，使美国在这场不仅是军备和声望的竞赛，而是生存的竞赛中重新获得领导地位。”英国首相麦克米伦

（Harold Macmillan）指出：“美国人民不会再那么自信，他们的伟大国家能做出一切奇迹……我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历史上的一

个真正转折点。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说：“试图贬低这一成就或无视它对我们发

出的警告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来保证在导弹和其他科学计划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进展。”[李成智 1997，页34—
35]

三个多月以后的1958年1月31日，美国军方首次成功地将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科学顾问詹姆斯·基

利安回忆当时的情景：“苏联的卫星在许多优秀军官中引起了种种遐想。……对世界的控制将从位于空间的制高点上取得。”[戴

维森2003，页133]可以说，“太空竞赛”从这时起便开始了，而竞赛的发令枪便是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 

客观上说，“斯普蒂尼克”1号的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达到的效果却超出了苏联方面的预料，引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震惊和惶

恐，尤其是美国舆论连篇累牍且危言耸听地报道说，苏联从此拥有了向纽约投掷氢弹的能力（实际上此前苏联洲际导弹并无一次完

整的成功发射纪录[周明等2005，页16]），“斯普蒂尼克”1号的宣传效应被数倍地放大了。 

以当时冷战的规则，美国不能不回应苏联通过“斯普蒂尼克”1号及其后续卫星表现出的航天优势。显然，美国要在宣传上压倒对

手，下一步就是把人送入太空。1958年，“探索者”号卫星发射后不久，冯·布劳恩就提出“亚当计划”，主要目标就是把宇航

员送入太空。与此同时，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美国宇航局的前身）也提出了类似的计划。如果没有苏联发射“斯普

蒂尼克”1号造成的宣传压力，这两个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根本不会得到考虑 [史宾伯格等 1999，页155]。 

 

三 航天活动附加政治、宣传功能的表现形式 

 

因为“斯普蒂尼克”1号的发射使苏联取得了巨大的宣传成功和政治优势，在接下来的太空竞赛中，美苏航天活动都尽量附加政治

宣传功能。这些负有宣传使命的航天活动在遵循“斯普蒂尼克”1号成功模式的同时，在形式上还有所创新。 

一般说来，航天活动包含发射/进入窗口（运载火箭发射时机或到达目标的时机）；航天器（无人/载人、应用技术卫星/科学卫星、

人造地球卫星/行星际探测器等）；任务类型（如载人航天中的多人多天飞行、交会对接、太空行走等）等要素。在太空竞赛时

期，美苏两国不失时机地利用航天活动中的各种要素来达到政治与宣传目的。其中最主要方式的有“时间因素”和“搭载物品”两

种。 

 

1．时间因素 

 

时间因素可分为争夺发射先机和纪念某一特定日期的“献礼工程”两类。 

 

A赶在竞争对手前发射成功 

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就是典型的抢在竞争对手前发射的例子。抢先发射简单的航天器取得进入太空的“优先权”，获取



政治或宣传利益，赢得时间再进一步完善航天器，成了太空竞赛时期苏联航天部门经常使用的手法。 

因为美国经常事先公布其航天计划。苏联就可以集中力量，有针对性地在这些航天项目上与美国争夺“第一”。苏联也确实夺得了

太空竞赛的一个个“第一”：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哺乳动物；第一个在月球上硬着陆的航天器“月球2号”；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

员尤里·加加林；第一组月球背面的照片；第一位女宇航员捷列什科娃…… 

这些“第一”深深刺激了西方人，加剧了他们感到自己技术落后乃至制度落后的恐慌。许多人担心：苏联人在征服宇宙，这是不是

预示着他们也将征服地球呢？地球同步轨道通讯卫星的提出者，科幻作家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警告说，如果苏联人先登上

月球，“他们就将赢得太阳系，他们的声音就将代表未来……也有资格代表未来”。《时代》杂志援引一位美国科学家的话说：

“如果我们不彻底改变目前的做法，那就有理由相信，最迟到1975年，美国将变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个加盟共和

国。”[戴维森2003，页175] 

有鉴于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拼命”要在太空争个“第一”出来，以挽回颓势。当时苏美的行星探测计划

都把金星作为目标。而美国在争夺“第一”的驱动力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研制出了“水手”1号及其备份“水手”２号。在经

历了1962年7月22日“水手”１号的发射失败后，8月27日，“水手”2号发射成功，并于当年12月底传回了有关金星表面的数

据。这是人类首次近距离探测金星，在舆论界取得了一定的好评。 

从“斯普蒂尼克”1号发射到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苏美太空竞赛首先是一场时间的赛跑。在航天任务内容相

似的情况下，舆论倾向于主导公众——相信先成功的国家一定掌握更高超的技术。在时间上落后的一方也会因此放弃努力而另辟蹊

径——如苏联载人登月计划在“阿波罗”计划成功以后，考虑到再派宇航员登月已经达不到预期效果，而且运载火箭质量也不过

关，遂改变策略，集中注意力于空间站和无人探月计划。 

 

B“献礼工程” 

“献礼工程”指航天活动的执行时间与带有政治色彩的纪念日或重要政治活动等在时间上吻合，从而起到宣传的叠加放大作用。 

最早的航天“献礼工程”当属苏联的“斯普蒂尼克”2号（“人造地球卫星”2号）。在“斯普蒂尼克”1号成功发射并取得巨大的

宣传胜利后，赫鲁晓夫问科罗廖夫：“可不可以再放一颗卫星让苏联人民高兴一下呢？最好赶上节日。”科罗廖夫马上对此做出响

应，并在几天后汇报可以安排在“十月革命节”发射第二颗卫星，而且可以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一个生物——一只小狗——送入太空 

[赫鲁晓夫2000，页258-259]。在“斯普蒂尼克”2号成功发射并继续取得宣传优势后，科罗廖夫主动提出在1958年“五一”节前

再发射下一颗更大的，重1327千克的卫星。结果4月27日的发射出了事故，卫星丢失。备用卫星于5月15日才进入轨道。不过这并

没有减弱苏联对于航天献礼工程的积极性 [赫彭海默2003，页180]。 

在“斯普蒂尼克”2号发射后不久，莫斯科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

次发射成为向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和大会的双重献礼。毛泽东将苏联发射的两颗人造卫星与该次会议并称，誉为“世界局势的一个转

折点”，是与十月革命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一样的“转折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页340]。 

 

2．任务载荷及其传递的信息 

 

航天器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任务载荷往往可以起到特殊的宣传效果。任务载荷的可以是有形的物体，也可以是信息的载体，甚至可以

是宇航员。但他们都通过其上承载的特殊信息起到宣传功能或达成其他目的。 

 

A国徽、国旗 

国徽和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把国徽或国旗送入太空，是代表国家力量进入太空的绝佳象征方式。 

1959年9月26日，苏联发射的“月球”2号探测器取得成功，它成为第一个击中月球的人造物体，除了发回有关月球磁场和辐射带

的数据外，它还把一枚苏联国徽送到月球表面。虽然这不意味着主权的宣示，但美国在“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后，也派宇航员

在月面上安置了美国国旗，同时宣称，“月球属于全人类”。 

1960年8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成功回收了一面由“发现者13号”卫星带往太空飞行后返回

的美国国旗，这是人类首次将一个物体送入太空并安全地返回地面。载有这面国旗的卫星返回地面时，溅落在夏威夷西北的太平洋

海面。一架美国海军的直升机将国旗取出，送到在附近海面守候的船上。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展示了这面国旗，并告诉在场

的记者说，发射“发现者”卫星进入太空，是美国对太空环境进行探测的一项科学研究项目。其实，这暗示美国已具备回收照相侦

察卫星胶卷舱、进而回收宇航员座舱的能力。在这次航天活动中，国旗的象征意味十分明显。 

 

B来自太空的声音 

自从“斯普蒂尼克”1号凭借率先发射展示了“看得见”、“收得到”的强大宣传威力，美国也如法炮制，在卫星上增添可为普通

公众理解的讯息。为了抗衡苏联第三颗人造卫星在重量优势上显现的宣传效果，美国在组织研发它的第三颗卫星“SCORE”时，

除了注意从重量上不落后外，还想出了“天外讲话”的点子。1958年12月18日发射的“SCORE”卫星上面载有磁带录音机、录



有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讲话的录音带和能接受并发射信号的无线电设备。“这是美国总统在讲话”是来自太空的第一句话，“通过

先进科学的奇迹，我的声音正从一颗在外层空间运行的卫星向大家传播。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我向你们以及全人类转达美国人民

对地球和平的期望，并向全世界人民转达良好的祝愿。”[赫彭海默2003，页188-189]这活生生的声音比“斯普蒂尼克”1号发出

的单调“嘀……嘀”声更生动，直接显示了通讯技术的进步，而且预示了利用卫星进行空间通讯的可能性，在宣传上大获成功。 

 

C太空光芒 

如果说来自太空的声音需要专门设备才能接收，受众有限，而有特殊意义的搭载品也要经专家解读才能使普通人理解其意义的话，

能够发光的航天器只需要裸眼能够观测到即可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更多的人将可以直接地感受到来自太空的人造信号。自古以来，

对于大多数文明而言，天空和星座都是神圣不可扰动的，近代国家产生后出现了领空的概念，使天空乃至太空变的更为不用侵犯。

现在一个国家发射的航天器闪耀在群星中，宣传效果更加直观，造成的心理震慑效应更为巨大。 

兰德公司早在1956年就设想过向月球发射原子弹以制造强闪光的可能性。《纽约时报》曾在“斯普蒂尼克”1号发射一个月后猜测

苏联可能乘月食之机在月球上实施核爆炸，以让半个地球的人都可以看到。[⑥][⑦]1959年，美国空军的一份秘密文件指出苏联可

能会借助在月球上爆炸一枚2万吨级TNT当量的核弹，以赢得“巨大的宣传优势”。这颗核弹的爆炸闪光可以清楚地让地球上“上

到城市里的公寓居民，下到阿富汗的牧民”直接看到 [Burrows 1999，p220]。 

可以想见，月球上核爆炸的闪光必然会遭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和平主义者的反对，而卫星自身反射太阳光则是无害且安全的，而

且同样能够达到被观察到宣传效果。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方案提出阶段就在追求“看得见”，即航天器在夜空中的可见

性。为此，卫星和运载火箭最后一级表面必须抛光并同时进入轨道。 

以上几种航天活动的宣传形式并非孤立存在，有时，各种表现形式会集成在一次航天活动中，以期造成更大的轰动效应。如1963

年6月16日苏联用“东方”6号飞船把第一位女航天员捷列什科娃送入太空。在这里，航天员的性别也可以作为航天活动传递的宣

传信号。捷列什科娃是在没有经受充分航天训练的情况下进入太空的。在此之前苏美所有航天员都是从战斗机驾驶员中挑选的，而

捷列什科娃只是跳伞运动员。根据西方媒体的反映，这有损男宇航员的形象，尤其是美国男宇航员的形象。因为苏联人避开了美国

宇航员所需的专门技术知识——所有的美国宇航员都是合格的试飞员——暗示了苏联的载人飞船更容易操纵，在任航天水平更高 

[麦克卢汉2000，页417]。捷列什科娃是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而这次航天飞行正选在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夕，她返回地

球后，及时地赶到莫斯科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 [Siddiqi 2002，P66]。在捷列什科娃的太空飞行中，性别符

号、职业特征和献礼工程综合运用，达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四 航天宣传的动机 

 

1．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 

 

俄罗斯航天史专家格·谢·霍津认为，冷战期间的航天计划都受超级大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及其他利益驱使，注重自

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威信和影响 [霍津2004，页21]。就苏联而言，其航天计划除了要达成特定的科技、国防、经济目标外，

还包含“巩固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为意识形态斗争和提高苏联在世界社会舆论中的威信” [霍津2004，页23]。苏联高级雷达科学

家阿纳托利·费多谢耶夫曾指出：苏联空间研究的性质和方向，主要地不是由种种科学上的考虑，而是由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决定

的。主要的标准是，看某一项研究工作能把苏联的军事潜力和苏联在世界上的威望提高到何种程度 [弗拉基米罗夫1977，页1]。 

在马里兰大学东西方空间科学中心进行研究的俄罗斯学者罗阿尔德·萨格捷耶夫如此阐释苏联航天计划的意识形态动机：“苏联的

国家领导人极其热心地促进太空探索，我相信这并不是有意要更多地了解宇宙，而是明显地有着宣传上的重要性。那就是证明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致所使用的技术也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技术相似。太空计划中所依的事情都是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方式

设定的。只是在实际发射之后，才宣布那次发射，宣布那个成功的发射；不成功的发射则都被删除在外了。”[萨格捷耶夫2000，

页33-34] 

不仅苏联的航天科技工作者和观察家了解苏联航天活动的政治与宣传动机，美国航天界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也清楚地认识到航天活

动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宣传价值，并将其付诸于实践。 

在苏联率先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引起的危机发生时，通用动力公司总裁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说道：“你不能忽视苏联集中于

特殊领域的能力。如果这一领域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具有军事或心理价值，他们会竭尽全力去开展工作，并达到他们技术能力的正常

水平简直不成比例的结果。”[刘纪原1996，页301] 

而对于美国来说，其领导人历来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头号大国，因此在象征综合国力与高技术水平的航天领域它必须做到第一。

如果航天不是第一，那么它在政治、军事、科技、教育上也沦为第二、第三，人们就会对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产生怀疑。历届

总统都重视航天，亲自宣布、审批、决定重大航天活动。并且为这些航天活动赋予政治色彩 [刘纪原1996，页301]。 

曾参与策划美国航天活动的物理学家F.J.戴森认为：“对美国的太空计划而言，科学从来不是主要的驱动力，而且太空计划也从来

不是科学的主要驱动力……太空计划的主要驱动力是政治、军事和经济，从来就不是科学。如果我们以所投注的心力与总预算来估

量这个计划的规模，大约有10%的太空计划是科学计划，而差不多10%的科学计划是太空计划；也就是说，在太空与科学间有

10%是相通的。”[戴森1998，页172-173]戴森关于“太空计划主要驱动力”的权重描述也许值得商榷，但美国航天活动与政治、

军事的紧密关系却是不容置疑的。 



 

2．配合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 

 

苏美两国的航天技术都是从导弹技术发展而来的。早期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火箭也都是洲际导弹。所以，每次具有技术突破意义的

航天发射，都可以从中做出富有军事意味的解读。可以说，在航天时代的头十年里（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军事意图和

动机是苏联和美国航天活动的重心，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霍津2004，页233]。 

航天技术显示一个国家科学和工业发展的程度，代表一国的国力。过去还没有任何其他科学上的发明和工业上的创造能够和航天技

术相比。就是核弹的爆炸，也多少带点神秘性，不像人造卫星这样为世人所共见 [孙方铎1958，页117]。所以，比起阅兵式、军

事演习乃至武器试验，富有象征性和军事目的相对隐蔽的航天活动更容易为广大公众所理解，也就更容易达到宣传的目的。 

据著名空间科学家萨格迪夫回忆，在苏联第三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前，他曾接到赫鲁晓夫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当时意大利将要举

行全国大选，而意大利共产党很强大。赫鲁晓夫相信苏联新的人造地球卫星的飞行将帮助意大利共产党赢得数百万张选票。尽管苏

联卫星工程的负责人科罗廖夫希望推迟发射以解决技术问题，但赫鲁晓夫还是命令立即发射卫星。[赫彭海默2003，页186] 

又如1957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在巴黎集会之前，美国急于发射“先锋”号卫星，分明是想以卫星作为外交的后盾。后来

“探险者”1号卫星的发射成功，舆论认为这是替艾森豪威尔政府解脱了政治重围，因为此举在国际上即挽回了美国的面子（指美

国卫星迟于苏联的发射），在美国国内也消除了民主党人对共和党攻击的口实 [孙方铎1958，页117]。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最高级会谈。他急切地希望赢得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为此，科罗廖夫安排了

“月球”2号的发射。为使宣传效果更为显著，在“月球”2号成功升空后，苏联方面马上把相关数据电传给掌握当时世界最大射

电望远镜的英国天文学家伯纳德·洛佛尔 [赫彭海默2003，页232]。借助洛佛尔在科学界的声望，“月球”2号成功撞击月球的消

息很快传遍西方世界。赫鲁晓夫在白宫也得意洋洋地把“月球”2号上搭载的苏联标志物的复制品赠送给艾森豪威尔 [赫鲁晓夫

2000，347页]。 

而美国实施耗资巨万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动机可以追溯到1961年，当时主事者希望通过登月的领先展示美国的技术力量，给

第三世界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以阻止他们加入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 [赫彭海默2003，页340]。当然，苏联进行的航天活动，则

是希望起到相反的效果，即促使那些摇摆不定的第三世界国家加入己方阵营。 

 

五 一味夸大航天活动宣传功能的负面效应 

 

航天活动的宣传价值和政治影响不容小视，它往往能影响航天决策机构的决定，甚至影响航天器的设计方案。但是这样也不可避免

地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 

在航天活动显示出巨大的政治宣传价值之后，苏美两国的航天决策者与科技人员开始重视航天活动的政治宣传使命。为了体现工作

的重要性或者获得来自上层的支持，航天科技人员也往往将政治宣传功能作为其航天任务可以完成的一个任务进行游说。这往往会

违背航天活动的科学规律、损害科学目标，有时还会阻碍其他航天项目的发展。 

 

1．厚此薄彼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航天活动有时也会让位于更具宣传价值的航天活动。苏美两国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

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都曾以牺牲军事航天项目为代价换取更具宣传价值的民用航天项目的快速发展。 

例如，苏联方面在科罗廖夫的干涉下，从1956年就展开的“天顶”号军用侦察卫星项目被延缓，让位给“东方”号载人飞船项

目。科罗廖夫希望用更多经费探索外层空间。这也许符合苏联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正面宣传，但却不完全符合苏联的国家安全需要 

[周明、周小康2005，页31]。 

美国方面，1958年，“探险者”1号卫星升空，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宣传，侦察卫星的想法在这种背景下显得黯淡无光。事实证明，

民用卫星升空具有双重破坏性：它转移了对侦察计划的重视和支持，使之几乎被冻结了好几年。更重要的是，这项计划考虑不周，

尤其是过度依赖美国海军安全性能并不高的火箭，这给了苏联在太空击败美国的时机。这个快步追赶苏联卫星而放弃有步骤地研发

运载火箭和航天器的转变，是美国航天在冷战中最大的败笔之一 [塔布曼2004，页209]。 

 

2．为宣传效果而不顾科学性 

 

有时，航天决策部门为了夺取“第一”，甚至会不顾及航天活动的科学目标或科学性，变更航天器的设计方案以确保宣传目的。 



“斯普蒂尼克”1号卫星就因为要赶时间发射被减轻了重量，削弱了卫星原有的科技功能。科罗廖夫等人最初设想的“斯普蒂尼

克”1号卫星重约1000-1400千克、科学研究设备的重量为200-300千克（即为后来发射的“斯普蒂尼克”3号卫星）[⑧]。但是到

1957年初，苏联卫星和火箭研制的进度远远落后于时间表。当苏联方面通过媒体得知美国研制卫星和火箭的进度后，决定“在美

国人前头把一样东西射进环绕地球的轨道就行了——任何能够使之发出一个信号从而使世人相信其存在的东西都行”[弗拉基米罗

夫1977，页49]。为此，苏联航天人员改变了最初的计划，决定要尽早发射两颗小型“简单卫星”，只要能发射入轨，环绕地球旋

转，接收到无线电信号即可。出于这种“争第一”的考虑，“斯普蒂尼克”1号卫星最后只携带了一台功率足够强大的无线电发射

机上天。这样一来，卫星承担的科学任务便无从谈起。而美国的第一颗卫星上安装了范·艾伦研制的探测宇宙射线的仪器，利用这

台仪器采集的数据，发现了一条强辐射带受地球磁场吸引环绕地球。因为苏联没有做出这一重大发现，美国人为此欢欣鼓舞 [赫彭

海默2003，页185]。 

在载人航天领域，在加加林完成绕地飞行后，许多苏联航天的总设计师实际上是向领导层兜售各式带有宣传效果的建议方案，所有

这些方案都号称可以让苏联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这种行为的直接例子就是1963年把妇女送入太空和与美国进行登月竞赛。这两个

都不是理性的太空探索计划，科学研究价值也很小 [Siddiqi2000，p352]。 

为了争夺宣传优势，苏美都曾无视科学规律，以航天员/宇航员的生命为赌注冒过风险。为了抢在美国之前实现将三个航天员同时

送入太空的目的，1964年10月12日发射的“上升”号采用了选择身材矮小的航天员并且不让他们穿宇航服、取消弹射装置的极端

冒险的做法，以便在狭小的太空舱内塞入三个人。这三个航天员在飞行期间只能坐着不动，无法完成任何有用的工作 

[Siddiqi2000，p389]。这也成为世人指责苏联为赢得太空竞赛不择手段的经典例证。 

无独有偶，在“阿波罗”8号飞行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转给“阿波罗”计划负责人冯·布劳恩一份情报，认为“苏联人最快于今

年年底成功载人绕月球飞行”。为此美国宇航局建议尝试在“阿波罗”8号任务中增加载人绕月飞行项目。尽管这时“土星”5号
火箭的发动机和纵向耦合问题尚未解决，但航天决策者为了赢得登月竞赛，置技术不完善于不顾，还是冒险进行了载人绕月飞行。

[⑨] 

 

六 结论 

 

从前文可以看出，“斯普蒂尼克”1号的发射为苏联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宣传成功，进而引发了对更多航天成就的宣传需求。为

满足这种要求，苏联航天工作者不得不进行相应的技术创新。而旧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因为对手（主要是美国）有在宣传上进行赶

超的趋势，苏联不得不对航天活动提出进一步的宣传要求。这种宣传要求与航天活动的关系模式可以称为“需求-满足”模式。美

国在太空竞赛时期负有宣传使命的早期航天活动也符合“需求-满足”模式。 

学术界通常认为苏美太空竞赛的互动机制是“冲击-回馈”模式。所谓“冲击-回馈”模式就是一方就另一方的行为做出相应的反

应，然后另一方再对此做出新的反应。[Siddiqi 2002，P66] 

在苏美早期航天史中，负有宣传使命的航天活动“需求-满足”模式与太空竞赛“冲击-回馈”模式的交织在一起，并行发展，互相

影响。下图以“斯普蒂尼克”1号及其后续航天发射为例说明二者的互动。 

 

       “需求-满足”模式                            “冲击-回馈”模式 

引发需求 

“斯普蒂尼克”1号的成功引发苏联对航天活动宣传功能的需求。 

 

满足需求 

策划新的航天活动（“斯普蒂尼克”2号），进行技术创新（增加生命保障系统，搭载小狗），并选择时机（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

念日前）发射，以达到最佳宣传效果。 

新的需求 

新的成功（“斯普蒂尼克”2号）及来自对手的压力产生新的宣传需求，需要新的航天成就（如探月）。 

产生冲击 

“斯普蒂尼克”1号的成功对美国产生冲击。 

回馈 

为回应这种冲击，美国加紧进行本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并准备进行探月飞行（“先驱者”1号）。 

对回馈的再反馈 

为保持对美国的领先地位，苏联开始进行探月的尝试，并取得成功（形成对美国新的冲击）。 

回馈 

美国为彻底打破苏联的太空优势，推出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 

满足需求 

新的航天成就满足宣传需求（“月球”1号等），但也进一步刺激对手。 



 

 

 

 

 

 

 

 

 

 

 

 

 

 

 

 

 

 

 

 

 

 

 

 

 

 

 

 

 

 

 

 

 

除了“斯普蒂尼克”1号及其后续的航天发射，美国和苏联开展的“登月竞赛”也是“冲击-回馈”模式的典型反映。 

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成功完成轨道飞行。人类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给美国造成的冲击不亚于“斯普蒂尼克”1号带来的震

撼。 



1961年4月20日，肯尼迪以备忘录的形式要求相关部门对国家航天项目进行整体考察，并专门致信给副总统约翰逊，向他征询打

破美国尴尬处境，同苏联争夺宇宙新边疆的对策。在信中，肯尼迪除了任命约翰逊为外层空间委员会主席外，还提出了五个问题。

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有机会通过在外层空间建立实验室、或绕月飞行、或载人登月来击败苏联？有没有其它的外层空间计

划可以使我们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⑩]4月28日，约翰逊回复了肯尼迪的提问：“如果尽最大的努力，美国有可能在1966-

1967年间，在载人绕月飞行和月球着陆方面超过苏联”[11]4月29日，冯·布劳恩也给出了答案。他的回答更为明确地指出：“在

载人轨道空间站领域，美国没有可能击败苏联；在无线电广播发射站的月球软着陆方面，美国击败苏联的可能性是50%；在三人

绕月飞行方面击败苏联的可能也是50%；但是，美国完全有可能在载人登月方面击败苏联。”[12] 

综合上述意见，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向国会建议美国在十年内把宇航员送上月球登陆，并要求国会为载人航天飞行计划补充

拨款。该提案马上得到国会通过。从这时起，苏美太空竞赛进入耗资巨万的登月竞赛阶段。航天宣传的“需求-满足”模式和“冲

击-回馈”模式有了新的表演舞台。 

在20世界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苏最高决策者在制定民用航天计划时优先考虑的是“引人注目”和“击败”对手。政治影响和宣

传效果是他们最为关注的目标。虽然航天宣传活动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可以给带来政治收益。但是在宣传最大化的驱动下，当事人往

往不能理性地做出规划，为了部门利益（如显示自己方案的重要性）而片面夸大或追求航天活动的附加政治价值。或者不能明确区

分政治宣传任务在整个航天任务中所占比例。这样势必会妨碍航天技术的进步、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甚至导致劳民伤财的“太空竞

赛”的出现。 

进入21世纪，美国、俄罗斯、欧空局、日本、中国等国纷纷推出自己的长期太空发展计划。上述各国都把对月球的探测作为下一

步航天活动的重点。与之呼应，一些经济与科技尚不发达的地区性大国也提出了自己的“探月计划”[13]。 

在大众媒体纷纷为“新太空竞赛”造势的今天，航天政策的制定者以史为鉴，保持理性的头脑格外重要。套用那个著名的句式：属

于航天的留给航天，属于政治的回归政治。不要让航天活动承载太多本不属于它的功能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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